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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High-density Cities' Park Construction in China's 
Mainland from 1996 to 2019

中国大陆高密度城市公园建设水平演变特征分析*

——从1996年到2019年

徐吉羽   刘志强   余  慧   洪亘伟   XU Jiyu, LIU Zhiqiang, YU Hui, HONG Genwei

高密度城市的人口与绿地矛盾日益突出，准确研判其公园建设水平的时空演变规律对新型城镇化建设有重要意义。以人口

密度和经济密度综合表征城市密度，在我国2019年26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基础上，遴选出当年的26个高密度城市，并以此为

研究单元探究1996—2019年高密度城市公园建设水平的演变特征。从时序来看，公园建设态势为“快速提升—增速减缓—

稳步推进”，建设模式以公园个数的增加引领公园规模、公园密度的高速发展。从城市类型来看，经济密度是影响高密度进程

速度和公园建设基础的重要因素，而人口密度的影响逐渐加强；“人口、经济密度极高”型、“高密度进程较快”型公园建设

“主增个数，辅增规模”；“人口、经济密度双高”型、“高密度进程平稳”型公园配置最为协调。提出“重密度、重配置”“重系

统、重需求”“重低碳、重效能”等发展对策，以期为“公园城市”背景下高密度城市的绿色、可持续发展提供有益探索。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population and green space is increasingly prominent in high-density cities, so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accurately study the spatial-temporal evolution of park construction in high-density cities. Based on the 

comprehensive representation of urban density by population density and economic density, 26 high-density cities have been 

selected from 266 prefecture-level and above cities in 2019 to explore the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urban park construction 

level from 1996 to 2019. The results show that from the temporal perspective, the trend of park construction changes from 

rapid improvement to slow-down growth and to steady progress, and the construction pattern leads to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park scales and park densities with the increase of park amoun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fferent city types, economic density 

is an important factor affecting the speed of high-density process and the foundation of park construction, and population 

density plays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role. "High population and economic density" cities' and "rapid development" cities' 

park construction mainly increase in number and also increase in scale. Park construction in "high population and economic 

density" cities and "steady progress" cities are the most coordinated. To provide beneficial exploration for the gree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high-density citi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park city", the development countermeasures 

emphasizing "density and configuration", "system and demand", and "low-carbon and efficiency" are put for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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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我国提出“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全力

推动能源类型的转型[1]。“紧凑城市”作为一种

精明、高效的城市发展模式，可有效减少能源

消耗，高密度城市作为“紧凑城市”理念的核

心内涵和实践路径，其与双碳背景下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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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不谋而合。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表

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3.89%，人口总量

在未来5—10年间将达到峰值，城市发展受人

口规模庞大及用地资源紧缺的双重阻碍，而高

密度化、集约化发展是基于我国新型城镇化这

一基本国情的必然趋势和必然选择[2]。

高密度城市是多学科关注的研究热点，基

于国家政策导向以及研究视角、尺度的不断拓

展，国内外人居环境学科群的相关研究主要集

中在以下3个方面：（1）高密度城市的判别和

评价研究，多集中在人口、经济、建筑等密度要

素[3]38，[4]58。（2）高密度城市空间的布局优化研

究，多侧重于从人本视角出发，探究高密度城

市空间肌理的健康发展[5-8]；（3）高密度与公园

绿地的拓展研究，基于“社区生活圈”理念，

主要聚焦于社区公园、微绿地等可达性较高但

规模较小的绿地类型[9-13]。微绿地虽具有提高

绿量感知度、生态效益显著的优势，但其服务

覆盖度、游憩功能供给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而在“公园城市”理念的引导下，公园作为城

市绿网不可替代的基础骨架[14]，为人民向往的

美好游憩生活提供共享绿色空间，其建设发展

体现了人、绿、城共融的生态文明进程。进入存

量规划阶段后，作为城市更新的主战场，高密

度城市的公园建设，对发展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城市具有一定实践意义。

高密度城市是集聚效应发展到一定阶段

的产物，而集聚效应是双刃剑，一方面为城市

经济发展带来密度红利，拉动公园建设水平；

另一方面稠密的城市环境限制了公园建设的

空间。城市密度对公园建设存在一定影响，因

而亟需对高密度城市的公园建设水平进行研

究。本文遵循“界定高密度城市划分标准—刻

画高密度城市整体公园建设水平—揭示各类

型高密度城市公园建设水平演变差异—提出

协调发展策略”逻辑主线展开研究，将研究深

入全国尺度，提出不同类型城市的分类标准，

并对高密度城市的公园建设水平及其演变特

征进行探究，以期为精细、科学地协调高密度

城市发展与公园发展提供依据，也为我国城市

集约化绿色发展提供支撑。

1   数据来源及研究范围

基于数据的可得性，本文的“公园面

积”“公园个数”①“建成区面积”“城市人口”②

来源于《城市建设统计年报》（1996—1997

年）、《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报》（1998—2005

年）、《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2006—2019

年）；“地区生产总值”“第二、三产业占地区生

产总值的比重”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1997—2020年）。研究周期为1996—2019

年，截至2019年由于部分城市数据缺少年份较

多，最终确定26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市辖区

为研究对象。

2   高密度城市概念及发展简况

2.1  高密度城市概念

“城市密度”是城市各要素在空间分布上

的疏密特征及配置强度[15]，在一定程度上不仅

衡量土地资源供需的协调度，更是城镇化水平

的重要指标，以综合评判城市的发展态势[16]。

当下，“高密度城市”尚无公认的界定标准，作

为一个相对概念，它是城市密度在集聚效应作

用下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人口是集聚效应

的活动主体，人口集聚往往与土地高度利用、

经济快速发展、基础设施高强度布局等现象交

织[17-18]，并引导城市空间形态趋于集中化、紧

凑化。因此，本文对高密度城市定义为：建成区

范围内，由集聚效应的显著作用乃至加剧推动

而引起以人口集聚为核心，伴随土地利用、经

济、交通等高密度的要素交错复合，呈现出紧

凑、集约运营状态的城市[19-20]。

2.2  研究对象的选择

（1）已有指标综述

学界对高密度城市的筛选进行了深入探

讨：李敏等[3]42通过分析高密度城市的基础成

因，确定了高密度城市人口密度的门槛起点；

杨晓楠等[4]59选取人口、经济、基础设施等6项密

度指标进行定量评分、分级，并分析城市密度

的空间变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李和平等[21]46

基于城市人口密度和建筑密度视角提出城市

高密度发展的识别标准。由此可见，对高密度

城市的判定是以人口密度为核心指标，同时运

用社会经济指标和空间指标共同量化城市的

紧凑程度，从而多维度地衡量城市密度发展的

态势。

（2）城市密度指标选取及划分标准

通过对已有测度指标剖析，本文采用人口

密度和经济密度表征城市密度。人口是城镇化

的核心要素，人口密度反映地理空间上人口的

承载力度，是表现人口分布差异形式的最主要

指标[22]，在城市密度研究中应用广泛。人口高

密度是高密度城市的首要特征。建筑密度虽能

从空间层面识别高密度的状态，但由于本文立

足于全国尺度，该层面的城市建筑密度无法获

得，而资本投入强度高是造成建筑密度高的主

要因素之一，也是高密度城市的另一大特征。

集聚效应携同资本要素进行积累，在对利润的

追逐下促使城市土地的功能混合、集约利用，

并对其进行高强度开发，继而出现高建筑容积

率、高建筑覆盖率、高资源消耗强度的情况，故

经济密度作为单位土地面积上经济的总量，亦

可表征城市密度。

本文采用建成区面积指标衡量城市空间增

长情况，分别用城市人口与建成区面积的比值、

非农产业产值③与建成区面积的比值表征人口

密度和经济密度，人口密度参照李和平等[21]52的

研究进行划分，经济密度没有公认标准，因此

基于全国2019年城市截面数据采用自然断点

法对其进行自然分类（见表1）。表1 横向为人

口密度，纵向为经济密度，对照两项指标将我

国城市分为高密度城市、中密度城市和低密度

城市。

（3）筛选结果

按照上述划分标准，基于2019年城市人

口密度和经济密度，筛选出高密度城市④，且

本文高密度城市的研究单元均为2019年的高

密度城市。高密度城市主要集中在我国对东部

和中部（见图1）。东部在优越的自然地理条

件下和政策支持下，率先进行城镇化发展并达

到较高水平，符合人口向发达城市汇聚的发展

规律，高密度城市在此背景下涌现。广东作为

全国经济的榜首省份⑤，共有5个高密度城市，

①“公园面积”“公园个数”指标依据《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中公园的统计口径，只包含市级和区级的综合公园、专类公园和带状公园，不包括居住小区及小区以下的游园。

②“城市人口”指标在2005年及之前，采用《城市建设统计年报》和《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报》中“城市人口”的数值；在2006年及之后年份，由《中国城市建设

统计年鉴》中“城区人口”和“城区暂住人口”相加获得。

③非农业产值，为第二、三产业生产总值，通过“地区生产总值（亿元）×第二、三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计算而来。

④筛选出的高密度城市共26个，剔除了2019年建成区面积小于40 km2的城市：玉溪、鄂州。

⑤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2019》。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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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高密度城市的发展与经济基础密不可分，

经济的高速发展能为城市高效运行创造并提

供物质保障。同时，西部也有部分高密度城市，

例如西宁、重庆等，该地区多以山地城市为主，

高程及起伏度较高，土地资源有限使得人口汇

集，加剧人口密度并产生资本集聚。

由于本文旨在探究高密度城市公园建设

水平特征，深入剖析高密度城市内部各类型公

园建设水平是对公园在不同高密度条件下演

变差异的本质的揭示。现主要从“城市高密度

的主导类型⑥”（见表2）和“城市高密度化的

进展速度⑦”（见表3）两个维度，分别对2019

年的高密度城市进行分类。

2.3   高密度城市发展概况

依据1996—2019年高密度城市的面板数

据，人口、经济密度发展趋势主要分为1996—

2008年、2009—2019年两个阶段⑧（见图2）。

第一阶段（1996—2008年），经济密度增高与

人口密度降低并行。高密度城市的人口密度由

1.74下降至1.15，经济密度增长率为80.11%。

该阶段建成区的粗放式扩张，导致人口城镇

化落后于土地城镇化水平，人口密度持续下

降；高密度城市有劳动力密集和产业集聚的

有利条件，经济发展水平领先全国。第二阶段

（2008—2019年），人口密度趋于平稳，经济密

度显著增长。2019年高密度城市的人口密度、

经济密度分别为1.15、19.34，分别是2008年

相关数据的0.78倍和2.25倍。这一阶段人口密

度变动趋于平缓，人口规模增长速率减缓，使

得人口和用地二者关系维持相对稳定，说明人

口高密度趋势已基本形成；同时受工业、服务

业高增速、高质量发展的叠加作用，经济密度

增速显著，体现高密度城市的发展优势。

3   我国高密度城市公园建设水平演变特

     征分析

3.1   公园建设水平指标选取

公园建设水平的相关研究主要基于以下两

个层面：从城市用地层面，对游憩资源覆盖度、空

间结构均衡度等进行公园建设水平的研判[23-24]；

从城市人口层面，基于人口需求视角衡量公园

的配置情况、服务水平等[25-26]。城市用地和城市

人口作为“供给侧”和“需求侧”两个不同

衡量主体[27]，而“公园率”和“人均公园面积”

是分别基于用地和人口标准，对公园建设水平

进行不同侧重衡量的重要技术指标；同时高密

度城市在“人多地少”的紧凑发展特征下，大

量研究聚焦于公园的建设质量以及疏密布局的

合理性。因此，在依据科学性、可获得性等原则

的基础上，基于“人地关系”视角以公园率和

人均公园面积反映公园与用地、人口之间的匹

配关系，基于“密度特征”视角以公园平均规

模和公园密度反映公园的布局情况（见表4）。

3.2   高密度城市公园整体建设水平特征分析

3.2.1    2019年高密度城市公园建设水平

⑥依据人口密度和经济密度对高密度城市的测度（见表1），筛选出的高密度城市为高密度1、3、4、6类型，高密度2、5类型尚不存在。通过不同划分区间数值的变

动规律（见表2），将高密度1型归纳为“人口、经济密度极高”型（以下简称“人经极高”型），高密度3、4型归纳为“人口、经济密度双高”型（以下简称“人经双高”

型），高密度6型归纳为“经济高密度主导”型（以下简称“经高主导”型）。

⑦由于各高密度城市在1996—2019年间总体呈现由低至高的城市密度演变特征，遂对其24年间高密度化进程进行判定，以达到高密度城市标准的年份占比高低反

映其高密度化进程速率的快慢，并通过自然断点法划分为“进程较缓”型、“进程平稳”型、“进程较快”型（见表3）。
⑧各相关指标数值是通过“所含城市该指标的简单算术平均值”计算而来。

注释：

注：基于国家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网站（http://
bzdt.ch.mnr.gov.cn/），审图号为GS(2019)4345号。

图1  我国高、中、低密度城市分布图

Fig.1  Distribution map of high, medium and low density 
cities in China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表1  高密度城市划分标准

Tab.1  High-density city standard

表2  依据高密度主导类型的划分结果

Tab.2  Classification results of high-density city types

表3  依据高密度化进展速度的划分结果

Tab.3  Classification results of high-density city progress rate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ρ1: 人口密度 / （万人 /km² ）
ρ2： 经济密度 /（亿元 /km²） ρ1<0.5 0.5 ≤ ρ1<1.0 1.0 ≤ ρ1<1.5 ρ1 ≥ 1.5

ρ2<5.7 低密度 低密度 低密度 中密度
5.7 ≤ ρ2<10.3 低密度 中密度 中密度 高密度 5

10.3 ≤ ρ2<19.9 低密度 中密度 高密度 4 高密度 2
ρ2 ≥ 19.9 中密度 高密度 6 高密度 3 高密度 1

主导类型 依据（两密度划分结果） 城市
人经极高 高密度 1 上海、珠海

人经双高
高密度 3 北京、杭州、深圳、佛山

高密度 4 福州、广州、三亚、太原、长治、郑州、平顶山、武汉、长沙、
湘潭、沈阳、重庆、南宁、延安、西宁、石家庄、天津

经高主导 高密度 6 常州、宁波、中山

进程类型 依据（高密度进程速率） 城市
进程较快 61%—96% 上海、中山、武汉、深圳、佛山
进程平稳 35%—52% 北京、常州、珠海、长沙、沈阳、广州、郑州

进程较缓 4%—26% 西宁、湘潭、福州、宁波、长治、重庆、平顶山、杭州、石家庄、
三亚、太原、天津、南宁、延安

图2  高密度城市人口及经济密度变化图

Fig.2  High-density urban population and economic 
density change map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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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高密度城市公园建设呈现“人均

少、规模小、个数多、密度高”的特征。公园率

为10.96%、公园密度为47个/百km²，相较于非

高密度城市有较大优势，但人均公园面积、公

园平均规模较小，高密度城市分别为9.27 m²、

35.20 hm²，而非高密度城市分别为11.68 m²、

37.83 hm²。由此可见，高密度城市在土地资源

的空间配置及生态利用方面合理高效，有限

的用地促成了公园的高密度布局，在空间上

广泛的服务覆盖度也益于人们使用游憩空

间。但由于高密度城市庞大的人口基数对绿

色空间的需求较大，公园建设的供给端和需

求端存在错位，高密度城市公园面积的人均

享有量较低。

3.2.2    1996—2019年高密度城市公园建设水

            平的动态演变特征

高密度城市的公园建设在发展过程中总

体呈波动上升规律（见图3），其发展态势呈

“快速提升—增速减缓—稳步推进”的三段式

特征（见表5）。

第一阶段（1996—2005年），高密度城

市的公园建设快速提升。公园率、人均公园面

积分别增长35.62%、50.16%，公园密度和公

园平均规模变动较小。该时期高密度城市的经

济密度增长较快，因而高密度城市有足够的经

济水平投入城市的生态文明建设，同时我国处

于用地粗放增长阶段，高密度城市的建成区面

积扩张速度高于全国平均速度，公园建设以经

济支撑为基础、以用地扩张为踏板得以迅速发

展，从而实现公园规模、个数的不断增长。

第二阶段（2006—2013年），高密度城市

的公园建设增速减缓。截至2013年，公园平均

规模和人均公园面积为34.00 hm²、7.47 m²，

低于非高密度城市，公园率和公园密度增长放

缓。该阶段我国城镇化水平大幅度提升，高密

度城市用地放弃“粗放扩张”，人口密度的降

低趋于平稳，公园增量方式的转型面临瓶颈；

同时由于经济高密度的吸引力致使中、低密度

城市人口流向高密度城市，巨大的使用需求致

使公园建设面临“提质增量”的考验。

第三阶段（2014—2019年），高密度城市

的公园建设稳步推进。公园率和公园密度扩大

优势，年均递增速率⑨为8.13%、8.28%，人均

公园面积波动上升。该阶段高密度城市的公园

建设摆脱旧思路，在“生态可持续”的方针政

策背景下，充分考虑“用地紧凑”的发展特征，

高密度城市着力开拓中小尺度公园，并进行快

速填充式发展，以增加公园个数推动公园总量

的增长，使得公园配置持续优化，且体现出较

大的发展潜力。

3.3   各类型高密度城市公园建设水平特征分析

3.3.1    2019年各类型高密度城市公园建设水平

（1）“人经极高”型公园密度远超其余类

型，“进程平稳”型公园平均规模最大。“人经

⑨年均递增速率，可测度指标增长的相对快慢，计算公式为：                                。式中：v表示该指标的年均递增速率；x表示所要测度的指标；m表示起始年份；n表示

年份数。

注释：

图3  高、中、低密度城市公园建设水平演变图

Fig.3  Park development level of high, medium and low density cities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表4  高密度城市公园建设水平指标表

Tab.4  Index table of high-density cities' park construction level

表5  高密度城市公园建设水平与城市密度动态演变对照表

Tab.5  Comparison table of construction level of high-density cities' park construction and dynamic evolution of urban density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指标类型 指标名称 测度方法 指标内涵

用地标准 公园率 公园面积（hm2）/ 建成区面积（hm2） 衡量公园面积与建成区面积的匹配关
系，表征城市绿地资源的结构水平

人口标准 人均公园面积 公园面积（m2）/ 城市人口（人）
衡量公园面积与城市人口的配置关
系，表征城市人口享有的生态游憩
资源水平

密度特征
公园平均规模 公园面积（hm2）/ 公园个数（个） 衡量公园规模的配比关系，表征城

市整体的公园建设品质

公园密度 公园个数（个）/ 建成区面积（百 km2） 衡量公园在城市布局的疏密情况，表
征城市公园在空间上的服务覆盖度

发展阶段 公园建设水平
城市密度

人口密度 经济密度
第一阶段（1996—2005 年） 快速提升 波动下降 增长较快
第二阶段（2006—2013 年） 增速减缓 下降趋势趋于平缓 波动上升
第三阶段（2014—2019 年） 稳步推进 缓慢下降后略有增长 显著增长



86 | 城市研究

极高”型公园密度为160个/百km²，是其他类

型的3.14倍（见表6）。公园率、公园密度的双

高实质反映了该类型公园建设的高共享性，是

高密度城市人口、资本集聚到高水平阶段产生

的必然现象。“进程平稳”型各公园指标较为

均衡，公园平均规模在各类型中最大，该类型

城市的公园建设能够协调“人口与用地”“个

数与规模”的发展关系，表明平稳的高密度进

程有利于游憩空间的可持续发展。

（2）经济密度是影响高密度化进展速度

不同分类的重要因素。表7选取了高密度城市

中1996年经济密度排名末几位的城市，都为

“进程较缓”型，其1996年的公园率和人均公

园面积均低于高密度城市的整体水平，反映出

经济密度影响高密度化的进程速度以及公园

建设基础。2019年这些城市都属于“人经双

高”型，且当年的公园率和人均公园面积都高

于同类型的整体水平。综上，经济密度在早期

对公园建设水平有较大影响，但当达到一定水

平后对公园建设的影响程度逐步减小，而人口

密度对公园建设的影响逐渐增强。

3.3.2    1996—2019年各类型高密度城市公园

             建设水平的动态演变特征

（1）基于高密度主导类型：“人经极高”型

城市公园格局紧密高效，“人经双高”型城市公

园的规模与个数配比关系最为协调。自2012年

以来，“人经极高”型城市公园率、公园密度显

著提升，年均递增速率分别为6.27%和23.55%

（见图4）。该类型城市拥有极佳的区位、政策等

优势，城镇化水平较高，在公园建设上率先拓展

新思路。近年来尤其注重优化公园建设与城市

用地的配比关系：以珠海市为例，其公园建设起

步较晚，但在后期“公园城市”理念的引领下

推动实施了《美丽珠海—公园之城规划》等，

以增加公园个数为基础，推动公园总量的扩张，

努力构建有珠海地域特色的公园体系。2019

年，公园密度增长至295个/百km²，为高密度城

市整体平均水平的3倍。“人经双高”型城市以

公园面积增量带动公园个数扩张，在人口和经

济密度达到较高发展水平后逐步注重公园建

设质量。“经高主导”型为“人经双高”型发

展的前一阶段，人口集聚带来经济优势后，进

阶产生“马太效应”⑩，引发优质人口的“二

次吸引”。优质的游憩空间是“二次吸引”的

重要影响因素，但“经高主导”型城市的公园

率、公园面积、公园平均规模增长较缓，其公园

配置未能充分把握经济集聚的溢出效应机遇，

公园建设模式亟待转变和突破。

（2）基于高密度化进展速度：“进程较快”

型城市公园建设由规模扩张向内涵提升转变，

“进程平稳”型城市至高密度阶段由公园率与

公园密度驱动发展为主。“进程较快”型城市

较早进入高密度阶段（见图5），公园密度由29

个/百km²增至68个/百km²，而公园平均规模由

29.04 hm²降至19.30 hm²。在早期受益于集聚

效应进入高密度阶段后，该类型城市获得较强

的综合竞争力，极大促进公园发展。由于高强度

⑩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莫顿归纳“马太效应”为：任何个体、群体或地区，在某一个方面获得成功和进步，就会产生一种积累优势，就会有更多的机会取

得更大的成功和进步[28]。

注释：

表6  2019年各类型高密度城市公园建设水平

Tab.6  Park construction level of various types of high-density cities in 2019

表7  经济密度排名末几位城市一览表

Tab.7  Cities with the lowest economic density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依据 类型 公园率 /% 人均公园面积 /m2 公园密度 /（个 / 百 km2） 公园平均规模 /hm2

高密度主
导类型 

人经极高 17.64 9.00 160 10.23
人经双高 11.29 9.64 38 40.59
经高主导 6.38 10.16 60 19.52

高密度进
展速度

进程较快 12.16 10.42 68 19.30
进程平稳 12.64 9.56 59 43.16
进程较缓 9.69 8.71 33 36.91

城市
1996 年经济密度 高密度进

展速度
高密度主
导类型

公园率 /% 人均公园面积 /m2

数值 排位 1996 年 2019 年 1996 年 2019 年 
三亚 0.49 28/28 进程较缓 人经双高   3.08 16.96 0.49 11.75
西宁 0.76 27/28 进程较缓 人经双高  2.48 11.96 0.76 10.44
延安 1.05 26/28 进程较缓 人经双高  0.36 11.88 1.05 10.95
太原  1.35 25/28 进程较缓 人经双高 3.21 11.07 1.35 10.89

图4  不同高密度主导类型城市公园建设水平演变图

Fig.4  Evolution chart of urban park construction level of different high-density city types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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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土地开发利用，城市路网、基础设施等密度快

速增加甚至趋于饱和，小体量公园更易与高密

度城市空间灵活镶嵌布局，亦提升了游憩空间

的可达性与公园间的连接度。“见缝插绿”式的

“高密度、小规模”发展模式是高密度城市公园

建设有效、科学的途径。“进程平稳”型城市得

益于城市高密度进程中公园的快速增置及其

面积的翻倍式增长，公园密度、公园率在进入高

密度阶段的增速远超其余类型。城市密度的提

升催生公园建设布局逐渐产生集约化、规模化

效应，在跨越高密度拐点后叠加作用更为显著。

“进程较缓”型城市在中低密度阶段受制于人

口规模与经济发展水平，仍呈局部的大规模建

设，在近3年迈入高密度阶段后，城市紧凑发展

模式的转变使得公园建设趋向以多数量、小规

模特征推动。该类型城市中宁波市于2018年进

入高密度阶段，但其公园率、人均公园面积、公

园平均规模均低于高密度城市平均水平。“进程

较缓”型城市迈入高密度阶段后，更应充分考

虑如何“低碳绿色发展”，从需求侧倒逼公园建

设模式转型，避免公园建设与城市发展失衡。

4   我国高密度城市公园建设发展对策

本文对我国高密度城市的概念、划分标准

提供了一定研究思路，分析了我国高密度城市

整体以及各类型城市的公园建设存在的不同发

展特征，并基于此对未来高密度城市公园建设

提出针对性、系统性的发展对策。

（1）重密度、重配置。当下我国高密度城

市公园的建设总体上以个数扩张推动绿量的增

加，却对公园规划欠缺基础性的整体把控。①转

变空间利用方式，以统筹增质代替单一的个数

填充。在高密度城市规划过程中转变公园增量

实现的方法，尤其在“经高主导”型、“进程较

缓”型高密度城市中，统筹土地混合利用模式，

形成高密度城市公园建设的统筹发展；同时，统

筹各公园类型标准化的规划体系，拓展公园生

态含量，以弥补高密度城市公园建设规模和密

度之间的错位。②强化公园配置的基础要素，以

公园建设带动城市更新。高密度城市公园与用

地之间的配比问题，实质是开放空间和土地价

值之间的博弈。未来的公园建设应考虑不同的

高密度化进程速度和密度主导因素，在满足供

需的基础上同步协调统筹公园配置的各项基础

设施，以优质公园建设助力高密度城市的城市

更新，提升公园对城市的附加价值，从而缓解公

园经济价值不足的困境，为高密度城市的公园

建设增添动力。

图5  不同高密度进程速度的城市公园建设水平演变图

Fig.5  Evolution chart of urban park construction levels of high-density cities with different process speeds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2）重系统、重需求。从高密度化进程速度

及密度主导类型来看，城市发展肌理和公园结构

布局存在差异。①整合城市绿斑，构建符合高密

度特性的公园体系。在建设公园城市背景下，应

基于各类型高密度城市发展基础，依据规模等

级、服务层级等对公园绿斑进行优化与整合，依

托线性绿道、立体空间连通不同要素、不同类型

的公园，构建满足各自高密度特征的公园体系。

②转换公园建设模式为“需求侧导向”，缓和“人

口集聚”需求与“用地紧凑”供给间矛盾。当

下各类型高密度城市公园的建设方式整体仍为

“供给侧导向”，应深入剖析城市密度对公园建设

及各组成要素的作用机制，探究公园与人民需

求、用地配比间的相互关系，在整体推进高密度

城市公园建设的同时因“类”制宜，打造“一公

三生”“城园相融”的高质量发展模式[29]。

（3）重低碳、重效能。“碳达峰、碳中和”对

新时代国土空间规划编制提出新要求。①提升公

园体系的绿色碳汇效能。“进程较快”型、“人经

极高”型城市当前公园建设水平较好，有余力实

现公园建设的更高要求。城市密度与绿色低碳发

展存在良性互动关系，公园体系是城市建成区生

态系统的固碳主体，拓展其碳汇空间，增加其碳

汇效能，对降低高密度城市这一主要碳源排放的

作用显著。②以增强碳补偿实力为导向，更新公

园建设低碳化发展模式。高密度城市应完善资金

投入机制，同时以生态导向进行开发，对高密度

城市公园进行净碳汇量的提升，以低碳化公园建

设推动城市生态修复转型，塑造城市新型宜居环

境，助力经济社会的绿色低碳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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